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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 “治道杯”全国本科生学术年会优秀论文选登】2019 年 4 月 12 －

13 日，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成功举办了第一届 “治道杯”全国本

科生学术年会。本次年会系公共管理学和政治学学科全国首个专门面向本科生

的学术性年会，要求投稿均以学生为第一作者。本次年会共收到 300 多篇投稿，

邀请了 30 篇论文的作者参加了会议。经专家评审，最终选出了 6 篇优秀论文。

本刊将陆续选登部分优秀论文，以飨读者!

公共危机次生型网络舆情危机产生的内在逻辑

———基于 40 个案例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高虒源 张桂蓉 孙喜斌 杨芳瑛*

【摘要】论文旨在探究公共危机次生型网络舆情危机产生的核心影响因素及

其共变逻辑。通过两层次扎根编码整合既有理论、提炼变量，爬虫技术获取数

据，层次分析法进行数据降维，定性比较分析 40 个案例，以典型案例过程追踪

进行理论饱和检验。研究发现: 对于次生型网络舆情危机的爆发，没有单一因

素是充分条件或必要条件; 政府舆情处理、政府公共危机响应、政府自身因素

与舆论讨论四个因素为核心因素，其组合路径可视为次生型网络舆情危机爆发

的充分条件; 次生群体性事件和公共危机元事件为次生型网络舆情危机爆发的

次要因素，从自然因素到人为因素再到政府行为因素，引发次生型网络舆情危

机的可能性依次递增; 媒体影响力起舆情催化作用，不改变舆情演化方向。研

究的理论价值在于，发现了网络舆情危机内外因素的耦合共变机制，为次生型

网络舆情危机的爆发提供了一种整体性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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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信息传播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公共危机一旦发生，围绕危机事件的各

种信息会在网络媒介、信息传递、主体互动和情绪渲染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形

成网络舆情，甚至是公共危机次生型网络舆情危机，加剧政府公共危机管理的

难度。

网络舆情是网民在某事件刺激下通过互联网媒介表达自身对其认知、意见

和情感态度的总和。网络舆情危机是指在网络情境中，网民对政府公信力和合

法性具有严重威胁的负面情绪规模性集合 ( 孙玲芳等，2014 ) 。在灾害研究中，

张成福等 ( 2009 ) 将最早发生的起主导作用的灾害称为原生灾害，将由原生灾

害所诱导出来的灾害称为次生灾害。由此，本研究把由原生公共危机诱致的网

络舆情危机定义为公共危机次生型网络舆情危机 ( 后文简称为 “次生型网络舆

情危机”) 。

政府如果不能准确知晓网络舆情危机的演化机理，可能错过网络舆情引导

的最佳时机，陷于被动地位。尽管次生型网络舆情危机的防控已经引起党和政

府的高度重视，但目前地方政府的预警、控制效果欠佳，危机治理形势依然严

峻。如何有效控制次生型网络舆情的恶性发酵，成为政府危机治理必须面对的

问题。学界已围绕网络舆情特性、舆情主体互动、舆情产生演化、政府治理机

制等多个论域开展相关研究，产出了丰硕的成果。在本研究聚焦的网络舆情危

机论域中，林振 ( 2019 ) 认为在舆情主体、阶段、机制三个层面的研究中，关

于机制层面的研究最深入，在网络舆情危机产生问题上最具解释力。

舆情演化机制的相关研究普遍认为，舆情议题事件的破坏力、公共性、社

会敏感性等内生因素，和媒体推动力、政府调控力等外生因素的综合作用 ( 齐

佳音等，2015 ; 杜洪涛等，2017 ; 曾润喜、陈创，2018 ) 才能导致网络舆情危

机的爆发。研究多从主体切入，提出: ( 1 ) 公共危机元事件是网络舆情演化为

危机的首要因素 ( 李诗悦、李晚莲，2019 ) 。元事件的类型、影响力大小等特质

决定了网络舆情的形成和发声群体的规模。 ( 2 ) 网络媒体、意见领袖是网络舆

情演化的核心推动力。他们通过对目标事件转移式放大、加工式引导，对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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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进行非理性刺激 ( 王子文、马静，2011 ) ，较大可能把网络舆情引向负面与

非理性 ( 张权、燕继荣，2018 ) 。 ( 3 ) 政府是抑制网络舆情激化的重要因素。

政府通过危机处置、信息公开、强制手段等控制网络舆情发展 ( 李燕凌、丁莹，

2017 ) 。( 4 ) 网民的特性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网络舆情的性质与走向 ( 邓喆、

孟庆国，2016 ) 。( 5 ) 各类因素一般没有明确的重要性权重，在演化机制中均

十分重要。

既有演化机制的相关研究尚未明确解答如下问题: ( 1 ) 首要因素公共危机

元事件是核心因素吗? 一方面，2012 年宁波镇海 PX 事件中，网络舆情从最初

的无人问津到广为关注，到矛盾逐步升级等，公共危机元事件三个方向的议题

泛化在网络舆情危机形成中发挥了核心作用 ( 彭小兵、邹晓韵，2017 ) ，元事件

的类型等特征作用相对淡化; 另一方面，网民的公民意识日益增长，对公平正

义愈发追求，使大量非利益相关网民参与讨论推动舆情演化。 ( 2 ) 基于吸引眼

球和市场利益考量的网络媒体、意见领袖决定了舆情的演化方向，还是仅对舆

情热度有一定影响? ( 3 ) 政府若不当回应、错误应对，是否存在激化网络舆情

的可能? ( 4 ) 在次生型网络舆情危机的耦合演化机制中，各类因素是否存在重

要程度上的主次之分? 如果存在，作用机制是什么?

本研究拟运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比 19 个次生型网络舆情危机形成的案例

和 21 个次生型网络舆情消解的案例，探索何种作用逻辑下高热度次生网络舆情

会形成次生型网络舆情危机。同时，通过分析 40 个案例中各类因素的相互作用

逻辑，以因素发挥核心作用的时序为演化阶段划分依据，尝试构建四阶段、多

因素耦合的次生型网络舆情危机产生的逻辑模型，逐一回应以上问题。

二、研究方法与技术说明

定性比较分析 (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QCA ) 由查尔斯·拉金
( Charles C． Ｒagin ) 在其 1987 年出版的著作 《比较方法》 ( The Comparative

Method) 中首次提出，并由后续学者在近三十年的研究和不断完善中形成较为

完备的理论体系。QCA 的产生与发展综合了案例研究和定量研究的优势，消除

了两者之间的鸿沟。其对 “因果路径”和影响因素组合的独特甄别 ( 唐世平，

2015 ) ，也日趋受到社会科学学者的青睐。

国外学界对 QCA 的应用较国内学界成熟。根据国外学者的相关阐释: QCA

研究全程都要紧密与案例结合 ( Ｒagin，2006 ) ，QCA 文献要为变量的选取提供

充分的理论解释 ( Hug，2013 ) ，QCA 的计算结果须从典型案例的过程追踪中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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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和 修 正 因 果 关 系 ( Schneider ＆ Wagemann， 2010 ; Schneider ＆ Ｒohlfing，

2013 ) 。国内 QCA 应用方面: 黄振乾和唐世平 ( 2018 ) 提出建构性解释并引证

案例来支持观点; 杨志军 ( 2018 ) 引入多源流模型并进行理论推演; 万筠和王

佃利 ( 2018 ) 在计算结果的基础上以理说理，兼用部分案例的实际情况来佐证

部分观点。本研究构建的 QCA 范式如图 1。

图 1 QCA 方法流程

资料来源: 参考相关文献 ( Seawright，2005; Ｒihoux，2010; Schneider，2013) 后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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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流程如下: ( 1 ) 使用 Python 为编程工具爬取所选案例的相关资料。

( 2 ) 引入拉塞尔·格里特斯 ( Lasse Gerrits) 和斯特凡·威尔维 ( Stefan Verweij)

( Gerrits ＆ Verweij，2018 ) 开发的两阶段扎根理论编码技术对所有既有研究涉及

的变量进行归纳与筛选，建构变量指标体系，以确保变量体系的完备性与变量

间的互斥性。 ( 3 ) 在两阶段扎根编码中引入跨案例分析，找出案例间共同的关

键节点，形成初步理论模型，将开放式编码的变量体系与实际案例资料进行比

对，增筛变量。 ( 4 ) 用层次分析法对扎根编码得出的二级指标进行数据降维。

( 5 ) 选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 Fuzzy － 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FSACQ) 计算技术，处理两层次多个变量的复杂性。 ( 6 ) 引入杰森·西莱特
( Jason Seawright) ( Seawright，2005 ) 、伯努瓦·里豪克斯 ( Benot Ｒihoux) 和博

亚娜·罗布 ( Bojana Lobe) ( Ｒihoux ＆ Lobe，2010 ) 、卡斯滕·施耐德 ( Carsten

Q． Schneider) ( Schneider ＆ Wagemann，2010 ; Schneider ＆ Ｒohlfing，2013 ) 等

对 QCA 进行的补充完善，用典型案例的过程追踪检验理论产出的严谨性及饱

和度。

三、分析流程

( 一) 开放式编码

本研究围绕文献综述中总结的该论域三种研究方向，以 “网络舆情危机”

“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演变” “演化” “因素” “机制”为检索词在中国知网
( CNKI) 进行主题搜索和关键词搜索，得到 724 篇相关文献。去除重复文献和

不相关文献后，得到 139 篇相关文献作为扎根资料。由文献综述可以看出，舆

情主体在舆情发展的不同阶段，对舆情演化的影响存在差异，作为舆情危机治

理主体的政府也有不同的阶段工作重点 ( 谢科范等，2010 ) 。大部分学者将政

府、媒体和公众 ( 包括网民) 视为影响网络舆情发展的最核心的主体要素 ( 兰

月新等，2012 ; 曾润喜、陈创，2018 ; 谢昕未，2015 ; 顾明毅、周忍伟，2009 ;

李燕凌、丁莹，2017 ) ，认为舆情走向和舆情危机的形成是多主体、多因素耦合

作用的结果，但不同学者在研究的过程中也有其重点关注的舆情作用主体。在

舆情情景层面，元事件作为引发网络舆情危机的应激源，其类型、严重性、规

模程度等特质对网络舆情的发展起到重要影响作用 ( 张成福，2003 ; 杜洪涛等，

2017 ; 王克群，2010 ) 。在不同因素的作用下，舆情甚至会发生波动、反复等现

象 ( 王克群，2010 ) 。鉴于新媒体时代下，意见领袖可以通过各类网络平台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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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双向互动，实际上已经具备了传统意义上的媒体特性，本研究将意见领袖视

作一类特殊的媒体。据此，本研究把公共危机事件中舆情危机的参与主体，即

媒体、公众、政府，以及公共危机元事件，作为一级变量进行文献聚类分析和

扎根编码，最终得到开放式编码 ( 如表 1 ) 。

表 1 开放式编码: 公共危机事件中网络舆情危机爆发的影响因素

舆情主体 范畴 概念

政府 地方或上级政府 信息公开速度、公开质量、渠道多样性、信息内部流通度、信
息防控手段、政府公信力、处置方式、行动速度、行动效率、

决策偏好、人员专业性、监测机制、应对机制、问责机制 ( 斯
亚平，2008 ; 兰月新，2012 ; 许林、于瑮，2014 )

公众 线上参与网民 理性程度、认知能力、需求满足程度、追求意愿、利益相关
度、事件关注程度、从众行为、情感倾向、情感强度 ( 王克
群，2010 ; 兰月新，2012 ; Wu ＆ Huberman，2008 )

线下集聚群众 暴力程度、集聚规模、组织严密程度、持续程度 ( 沙勇忠、刘
红芹，2009 ; 杜坤林，2011 )

元事件 类型 社会安全、公共卫生、事故灾难、自然灾害 ( 张成福，2003 ;

杜洪涛等，2017 ; 下同)

严重性 伤亡人数、财产损失数额 ( 张成福，2003 ; 杜洪涛等，2017 )

规模 受影响的地域范围 ( 张成福，2003 ; 杜洪涛等，2017 )

媒体 普通媒体 影响力、权威性、价值导向、信息客观性、媒体互动 ( Bovitz
et al． ，2002 ; 顾明毅、周忍伟，2009 )

意见领袖 影响力、权威性、价值导向、作用形式 ( 谢科范等，2010 )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 二) 建立案例库

首先，收集得到 54 个 2009—2018 年十年间的公共危机并发网络舆情的典

型案例，作为一级备选案例库。其次，根据以下设定原则筛选和确定典型案例

库: ( 1 ) 代表性，影响力大; ( 2 ) 特征多元化; ( 3 ) 阶段性完结; ( 4 ) 每一

项所选指标的案例支撑材料全面，可以通过三角检定法反复对比交叉检验，具

有较高信度。最后，对案例支撑材料进行搜索、扩充与整理，形成本研究所需

的最终案例库。

基于 QCA 计算对案例总集中不同结果变量取值的案例数量应基本相等的需

求，并严格确保案例之间符合逐项复制和差别复制的复制逻辑，经过进一步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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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最终确定 40 个案例，如表 2 所示。

表 2 案例库列表

序号 案例名称 序号 案例名称

1． 2009 年广州番禺反焚事件

2． 2010 年成都爆炸案

3． 2012 年四川什邡钼铜事件

4． 2012 年哈尔滨大桥坍塌事故

5． 2014 年浙江奉化塌楼事件

6． 2014 年上海外滩踩踏事件

7． 2014 年威海里口山区域火灾事件

8． 2015 年贾敬龙杀人案

9． 2015 年庆安火车站警民冲突

10． 2015 年天津滨海爆炸事故

11． 2016 年银川公交纵火事件

12． 2016 年当阳热电厂爆炸事件

13． 2016 年江西电厂施工平台倒塌事故

14． 2016 年湖北仙桃反焚事件

15． 2016 年河北邢台大贤村洪灾

16． 2016 年山东非法销售疫苗事件

17． 2017 年泸县太伏中学死亡事件

18． 2017 年携程亲子园虐童事件

19． 2017 年宁乡泥石流事件

20． 2017 年红黄蓝幼儿园虐童事件

21． 2017 年西安地铁 “问题线缆”事件

22． 2017 年湖南特大洪灾

23． 2017 年桃江四中疫情暴发事件

24． 2017 年天鸽台风

25． 2017 年宁波小区爆炸事件

26． 2018 年湖南新化教师维权事件

27． 2018 年重庆公交车坠江事件

28． 2018 年雾锁琼州海峡公共危机事件

29． 2018 年基因编辑婴儿事件

30． 2018 年猪瘟疫情 ( 郑州)

31． 2018 年猪瘟疫情 ( 全国)

32． 2018 年山东寿光洪灾

33． 2018 年长沙县广场舞致死事件

34． 2018 年陕西米脂学生遇袭事件

35． 2018 年山竹台风

36． 2018 年福建泉港碳九泄露事故

37． 2018 年长春长生疫苗事件

38． 2018 年张家口化工厂爆炸事故

39． 2018 年清远 KTV 纵火案

40． 2018 年葫芦岛车辆撞小学生事故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本研究对以下两类案例采用如下标准作为网络舆情危机爆发的判断依据:

一为没有被全面控评的案例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 1 ) 网评负面情绪频次是正

面情绪的两倍及以上，且该比例持续时间占网络舆情持续总时间的 2 /3 及以上。

使用 Python 对已经爬取的数据进行特征工程处理，将每一条数据 ( 即一条评论)

与情感词汇本体库①建立索引。当每一条数据中 “政府” “官” “当局”等代表

政府及政府人员的词汇与正面情绪词汇 /负面情绪词汇共同出现时，即记录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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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该中文情感词汇本体库由大连理工大学开发，从不同角度描述一个中文词汇或者短

语，包括词语词性种类、情感类别、情感强度及极性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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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情绪 /负面情绪频次。( 2 ) 网络舆情在政府的关键举措后，没有向正面情绪

发生明显转折。由于网民对于单一事件的关注度会随时间拉长而逐渐降低，在

较长的时间跨度上来看，舆情必然走向平息，纯定量方法难以判断舆情走势的

转折是由于时间变化还是政府举措作用的结果，该判断以定性分析为依据。定

性判断使用的是德尔菲法。二为被全面控评的案例。由于全面控评行为本身代

表官方认为舆情即将或已经对社会秩序造成威胁，在政府的视角中为即将或已

经爆发网络舆情危机。故此类案例均作为网络舆情危机爆发进行赋值。

( 三) 跨案例分析与封闭式编码

本文通过开放式编码获得了以元事件、政府、公众、媒体四者为一级变量

的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依次进行跨案例分析和封闭式编码。首先，通过对

所选案例进行模式匹配、逐项复制和差别复制，寻找案例间共同的演化模式及

关键节点，作为初步理论模型 ( 即假设) ; 然后，将上述结果与开放式编码结果

进行比对，以实际案例为依归，增删既有理论中与实际案例不匹配的变量，对

前两步得到的变量体系进行可操作化调整，按照 QCA 方法要求控制条件变量的

数量，进行封闭式编码，形成研究最终采用的变量体系。

图 2 主体互动关系图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通过对 40 个案例进行跨案例分析，发现: ( 1 ) 舆情主体包括媒体、公众、

政府三方，与开放式编码结果相同。公众是互动过程的核心主体，其价值、情

绪和思想的表达构成了网络舆情的主要内容。媒体本身行使着客观传递信息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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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建构涵义两种职能，既要客观地表述事情经过，又必须按照政府意愿适度

调控，对舆情演化具有一定作用。政府在互动过程中运用舆情处理手段，主观

上实现互动参与和舆论管控的双重目的，客观上对网络舆情演化产生重要影响。

同时，在实际案例中，政府常把信息公开作为回应舆情的一种手段。 ( 2 ) 公共

危机元事件，政府的公共危机响应、舆情处理、自身因素，以及可能存在的线

下聚集群体，均是舆情情景的组成部分。公共危机元事件是网络舆情的起点，

提供了网络舆情话题的初始载体。政府充当着主管方、处理者等多重角色，由

此进行的公共危机响应①、舆情处理以及二者所反映出的政府自身因素会为互动

情景奠定不同的基调。民众在公共危机及处理中处于被动地位，关系的不平等

导致当事人掌握资源有限，获得信息有限，能动措施单一，因此在与政府危机

管理互动中常采取群体性事件的手段，为互动情景引入新的要素。综上，结合

40 个案例展现的相同演化模式，对元事件、政府公共危机响应、政府自身因素、

次生性群体事件、政府舆情处理、舆情讨论等指标所构成的编码系统进行修正，

得到多元主体在互动情景中的互动过程示意图 ( 图 2 ) ，提出初步理论模型 ( 即

假设) 。

结合跨案例分析结果，以可测性、概括性、独立性和完备性作为变量筛选

的基本原则，兼顾 QCA 方法的变量数量限制，对三层次变量进行归纳、筛选、

整合及变量的重新概念化。具体进行了如下操作: 把信息公开速度和信息内部

流通度合并为发布及时性; 删除不能作为单一变量表达的变量 ( 政府应对机制、

监测机制、问责机制) ; 把行动效率定义为征兆察觉，行动速度定义为反应速

度，把信息控制定义为强制手段; 删除无法测量的变量 ( 政府人员专业性、公

众参与的特征变量) ; 用次生群体性事件作为线下公众参与的标志性变量。以舆

论讨论概括媒体在网络舆情中的作用; 将媒体的 “权威性” “价值导向”变量

整合入 “影响力”变量之中; 用方便测量的舆论热度表达媒体互动结果、意见

领袖的作用。最终形成的封闭式编码结果 ( 详见表 3 ) 。

( 四) 变量的赋值规则

根据 QCA 方法对变量赋值的要求，本研究对不同的变量依据案例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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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对 40 个案例的信息整理发现，政府在危机管理中所进行的行动为民众所直接捕捉，
并对元事件的方向演化起着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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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理论知识，采取不同的赋值区间; 同时，不同水平间不一定采用等距的间隔。

例如，在实际调研中发现，次生群体性事件存在行为强度介于 “( 在政府门口或

其他公共场合) 静坐抗议”和 “无”之间的情况，但此类群体性事件行为强度

较低，一般经政府的处理与消解后难以在网络舆情中产生相应话题，对网络舆

情的作用程度与 “无 ( 次生群体性事件行为) ”相近，故在赋值时去除了 0. 25

的分值区间。研究案例为已经发生过的事件 ( 2009 － 2018 年) ，故所获材料多

为二手资料。所选案例的支撑材料需要较为全面，包含媒体报道、学术论文、

论坛发帖、博客微博、公开信、符号标语、图片、招标公告、招聘启事、新闻

发布会、相关视频等多种类型的资料。每一项变量进行赋值时，赋值方式主要

有如下三种:

( 1 ) 权威定性。根据权威、客观的信息来源对应赋内容进行确定，如变量

“F2 媒体影响力”采用公共危机爆发当周的清博媒体微信公众号周榜排名。“E3

危害结果”的分级标准采用 2006 年 1 月 8 日国务院发布并实施的 《国家突发公

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中的突发事件分级标准。 ( 2 ) 三角检定法确认。对多来

源、多类型数据资料进行反复对比、交叉检验，保证赋值的较高信度。 ( 3 ) 搜

集一手资料确定。如本研究对于 “F3 舆情热度”的赋值。以每个案例的名称作

为关键词，对今日头条及百度新闻进行全过程数据爬取。参考曹学艳等 ( 2014 )

的网络舆情热度计算方法，每个案例取前 500 条新闻的报道文本、评论、点赞

等相关数据，每条新闻下的每条评论的赞数 ( scorei ) /其评论出现的次序 ( i) ，

第一天评论的赞数 /1，第二天评论的赞数 /2，以此类推。将其加总，作为每篇

新闻报道的热度 H。

H =∑
n

i = 1

scorei
i

再将每个案例 ( x) 的所有新闻报道的热度进行加总计算得到 ( Hx ) 。随后，

将 40 个案例的舆情热度进行归一化处理，得到最终的赋值。

案例 x 的赋值 =
Hx

max
1≤x≤40

Hx

基于以上赋值方式，从政府视角出发，立足危机管理理论框架，经过数轮

预计算检验赋值表的合理性，最终构建出包括 6 个条件变量和 1 个结果变量的

研究模型。最终形成赋值规则表 ( 表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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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赋值规则表

变量名称 子变量 变量数据统计 赋值

结果

变量

是否爆发

舆情危机

爆发

不爆发

1
0

A 政府舆情处理
( 含信息公开) : 政府发布公

共危机事件诸如危机发生的

原因、状况、处置方式等相
关信息，对危机事件出现后

的公众舆论进行处理

A1 强制手段 限制人身自由

统一新闻稿

删帖

无

1
0. 67
0. 33
0

A2 回应质量 回应质量低

回应质量一般

回应质量高

1
0. 5
0

A3 发布及时性 不及时

及时 ( 第一时间发布)

1
0

A4 渠道多样性 渠道单一，难以获得

渠道多样，难以获得

渠道多样，易于获得

1
0. 5
0

B 政府公共危机响应: 政府
部门在应对公共危机 ( 原生

危机) 的全过程中所采取的

机制与措施的总和

B1 征兆察觉 未察觉可察觉的危机征兆

未察觉不可察觉的危机征兆

准确察觉

1
0. 5
0

B2 处置方式 掩盖打压

被动应对

主动正视

1
0. 5
0

B3 反应速度 反应迟钝

反应速度一般

反应迅速

1
0. 5
0

C 政府本身因素: 指能被舆
论观察并对舆论造成影响的

政府因素

C1 决策偏好 政府偏好导向

法规制度导向

民众偏好导向

1
0. 5
0

C2 公信力 低

中

高

1
0. 5
0

D 次生群体性事件: 元事件
爆发后引起的次生事件，公

众为了其利益诉求自发地在

现实世界聚集

D1 行为强度 冲击政府机关

妨碍社会公共秩序

静坐抗议

无

1
0. 75
0. 5
0

D2 聚集程度 数百人及以上的聚集情况

数十人

没有聚集或者没有规模

1
0. 75
0

D3 组织状况 组织严密

组织散漫

无序

1
0. 5
0

D4 持续时间 7 天以上
3 到 7 天
1 到 3 天
1 天内
无

1
0. 75
0. 5
0. 2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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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名称 子变量 变量数据统计 赋值

E 元事件: 指公共危机事件
本身特质

E1 类型 社会安全

公共卫生

事故灾难

自然灾害

1
0. 67
0. 33
0

E2 规模大小 全国以及跨 5 省以上
地区性 ( 地理大区)

省

市

区县

区县以下 ( 小范围)

1
0. 8
0. 6
0. 4
0. 2
0

E3 危害结果 特别重大 ( Ⅰ级)
重大 ( Ⅱ级)
较大 ( Ⅲ级)
一般 ( Ⅳ级)

1
0. 67
0. 33
0

F 舆论讨论: 媒体、网民的
符号互动

F1 媒体客观性 完全脱离客观事实

少部分基于客观事实

大部分基于客观事实

完全基于客观事实

1
0. 75
0. 25
0

F2 媒体影响力 影响力极大

影响力比较大

影响力一般

影响力较小

影响力很小

1
0. 75
0. 5
0. 25
0

F3 舆情热度 如前所述 0 － 1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根据赋值规则、数据降维结果和案例资料构建真值表，使用 FSQCA3. 0 软件

打开真值表进行 QCA 计算。

四、计算分析与模型构建①

( 一) 单条件变量计算分析

单条件变量主要从一致性和覆盖率两个值进行计算。一致性值 ( Consistency)

越高，表明条件变量对于结果变量的充分性 ( Sufficiency) 越高。我们将条件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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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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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正反取值，得到 12 个条件变量。当 Consistency ( Xi≤Yi) ≥0. 8 时，可以认

为 X 是 Y 的充分条件 ( Ｒihoux ＆ Lobe，2010 ) 。

如表 4 所示，在次生型网络舆情危机爆发的情况下，所有条件变量的取值都

没有达到 0. 8，即单一条件变量不能成为次生型网络舆情危机爆发的充分条件。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计算了所有次级变量的一致性，其中 “舆论讨论 － 媒体影

响力”的正向一致性值为 0. 96，负向一致性值为 0. 85，均达到了充分条件的判

断阈值。经进一步分析多个案例文本及数据后发现，公共危机次生网络舆情一

旦产生，高影响力媒体的介入会在一定程度上提升舆情热度，但这种提升不具

有明显的导向性，只提高事件本身的关注度。

表 4 单条件变量一致性值、覆盖率表

次生型网络舆情危机爆发 ( 正向结果变量取值 1，负向结果变量取值 0 )

条件变量 一致性值 覆盖率

A －政府舆情处理 ( + ) 0. 54 0. 76

A －政府舆情处理 ( － ) 0. 46 0. 33

B －政府公共危机响应 ( + ) 0. 47 0. 73

B －政府公共危机响应 ( － ) 0. 55 0. 38

C －政府本身因素 ( + ) 0. 64 0. 77

C －政府本身因素 ( － ) 0. 38 0. 30

D －次生群体性事件 ( + ) 0. 27 0. 78

D －次生群体性事件 ( － ) 0. 74 0. 42

E －公共危机元事件 ( + ) 0. 50 0. 53

E －公共危机元事件 ( － ) 0. 52 0. 46

F －舆论讨论 ( + ) 0. 79 0. 53

F －舆论讨论 ( － ) 0. 24 0. 39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覆盖率 ( Coverage) 通过计算条件变量或条件变量组合对于结果变量的交集
( Overlap) ，来测量某个条件变量或条件变量组合能够解释结果的估计范围。当
Coverage ( Xi≤Yi) ≥0. 9 时，可以认为 X 是 Y 的必要条件 ( Ｒihoux ＆ Lo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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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 。

如表 4 所示，在次生型网络舆情危机爆发的情况下，条件变量的覆盖率均没

有达到 0. 9。从数据结果看: “舆情处理 ( +) ”“政府本身因素 ( +) ” “次生

群体性事件 ( + ) ”三个条件变量更具有解释效度; 单一条件变量不能成为次生

型网络舆情危机爆发的必要条件。同时，所有次级变量的覆盖率均未达到 0. 9，

故在此不表。

( 二) 条件组合计算分析

条件组合分析阶段的主要目的是检验不同条件变量之间的组合能否解释结

果变量。由于分析软件给出的条件组合非常繁多，首先通过布尔代数 ( Boolean

Algebra) 最小化对条件组合进行化简，然后计算所有条件组合路径的一致性值，

结果显示: 4 组条件变量组合的一致性值≥0. 8，且有对应的路径案例; 其中，

政府舆情处理 ( A) * 政府公共危机响应 ( B) * 政府本身因素 ( C ) * 舆论讨

论 ( F) →次生型网络舆情危机爆发 ( JGBL) 是所有高一致性值组合中共同出

现的核心路径，其一致性值为 0. 86 ; 次生群体性事件 ( D ) 、公共危机元事件
( E) 两个变量在具体的案例中更多起到次要作用。具体分析详见后文典型案例

过程追踪部分。见表 5。

表 5 条件变量组合结果表

编号 条件变量组合 对应的路径案例 ( 节选) 一致性值

1 A* B* C* D* E* F 2016 年湖北仙桃反焚事件 0. 81

2 A* B* C* D* F 2012 年四川什邡钼铜事件 0. 83

3 A* B* C* E* F 2018 年山东寿光洪灾 0. 82

4 A* B* C* F 2018 年福建泉港碳九泄露事故 0. 86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 三) 公共危机次生型网络舆情危机产生与演化的逻辑模型构建

综合考量各案例的演变逻辑，基于单变量、条件变量组合的定性比较分析

结果，结合生命周期论相关观点，以变量发挥核心作用的时序为阶段划分依据，

构建公共危机次生型网络舆情危机产生逻辑模型，详细解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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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公共危机次生型网络舆情危机产生与演化的逻辑模型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1 ． 社会风险阶段

图 4 社会风险阶段示意图

注: 用虚线表示的为在本阶段中不发挥主要作用的变量和作用力。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此阶段公共危机尚未爆发。从风险研究的视角来看，公共危机事件的演化

是一个从社会风险到公共危机的连续体 ( 张海波，2007 ) 。政府通过风险预警机

制进行公共危机防控，是此阶段发挥作用的唯一主体。本研究将不同的预警机

制统一概括为对公共危机的 “征兆察觉” ( 即子变量 B1 ) 。一般而言，在政府察

觉到公共危机发生的征兆时，可能提升其在公共危机爆发前后的反应速度

( B3 ) 。但也有多个案例表明政府察觉到公共危机发生征兆，由于错判、误判形

势，或不够重视，致使错过公共危机预防和处理的黄金期。从计算数据上讲，

征兆察觉 ( B1 ) 和反应速度 ( B3 ) 有较高的一致性值 ( 0. 78 ) ，但并不足以成

为其充分条件。在该阶段，事件未被大部分网民关注，只以个人意见的形式散

布在互联网的各个角落，是次生型网络舆情生命周期的起点。如若各个部门单

位能在这一阶段及时察觉社会风险，做好监控，在公共危机爆发前及时有效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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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回应，将有利于预防大规模的谣言传播。

2 ． 公共危机爆发阶段

图 5 公共危机爆发阶段示意图

注: 用虚线表示的为在本阶段中不发挥主要作用的变量和作用力。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社会风险在集聚到一定程度后，演变为公共危机。公共危机爆发后，政府

介入并进行公共危机响应 ( B ) 。是否提前察觉到公共危机爆发的征兆 ( B1 ) 、

是否为单维管制、打压的处置方式 ( B2 ) 、处理速度是否迅速 ( B3 ) 都会对公

共危机响应的效果产生影响。此时，地方政府的决策偏好 ( C1 ) 、公共危机元

事件的类型 ( E1 ) 与次生群体性事件 ( D) 的一致性值较高，分别达到了 0. 89

和 0. 87，可以近似认为是次生群体性事件的充分条件。即在公共危机中，政府

单维管制、强力打压的处置态度对次生群体性事件的爆发起决定性作用，公共

危机的人为程度较高 ( 尤其是政府过失，如政府行为失当或监管不到位) 可以

决定次生群体性事件的爆发。通过跨案例分析发现，如果政府在危机响应中态

度积极，及时应对，即便是规模、危害较大的自然灾害型公共危机也不易诱发

次生群体性事件。此外，次生群体性事件的爆发又会反过来作用于政府的危机

响应态度 ( B2 ) 。政府往往畏惧 “一票否决”的考核体制，被倒逼转变处置态

度，并借助相关手段来重塑政府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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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网络舆情形成阶段

图 6 网络舆情形成阶段示意图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网络舆情的起点是公共危机元事件 ( E) ，经一致性检验，类型 ( E1 ) 为元

事件 ( E) 子变量中的核心变量 ( 一致性值 0. 86 ) 。即，公共危机事件的人为因

素 ( 尤其是政府过失程度) 越高，其爆发网络舆情危机的充分性就越高。而元

事件的规模大小 ( E2 ) 和危害结果 ( E3 ) 的一致性值分别为 0. 34、0. 76，即

公共危机的区域规模与次生型网络舆情危机爆发的相关性低，公共危机的危害

与次生型网络舆情危机爆发的相关性较高，但并不足以成为其充分条件和必要

条件。其次，政府危机响应过程中的各种措施与价值导向往往是舆情议程的主

题，此时政府公信力 ( C2 ) 对媒体信息客观性 ( F1 ) 具有较高影响，一致性值

为 0. 71。在危机响应的现场层面，政府公共危机响应 ( B ) 所包含的处置方式
( B2 ) 、反应速度 ( B3 ) 为民众提供了议论评价的信息基础。在舆情处理中，信

息公开的发布及时性 ( A3 ) 和渠道多样性 ( A4 ) 则影响着民众在网络议论中能

否及时接触到充分真实的信息。同时，民众会在此基础上形成政府形象的认知

模因 ( Meme) ，并以模因为核心进行猜测、传播作为网络舆情形成阶段的话题。

次生群体性事件 ( D) 在上述情境下以其行为强度 ( D1 ) 、聚集程度 ( D2 ) 、组

织状况 ( D3 ) 、持续时间 ( D4 ) 等因素对原有网络舆情环境进行冲击并提供了

重要话题与议程。

4 ． 网络舆情危机爆发 /网络舆情消解阶段

网络舆情形成后，伴随着舆情主体注意力的聚集、削弱与转移，存在愈演
愈烈与逐渐消解两种趋势。与线上网络舆情发展同时进行的是线下政府公共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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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响应 ( B) ，处置方式 ( B2 ) 、反应速度 ( B3 ) 不断为民众输送讨论的话题。

此时若次生群体性事件 ( D) 仍在持续 ( D4 ) ，会使网络舆情不断加温加热。在

此阶段，媒体的介入大大提高了公众对元事件的关注与讨论的热度 ( F3 ) ，媒体

因其影响力 ( F2 ) 、客观性 ( F1 ) 加速了信息的传播和网民意见的集聚。而作

为另一互动方的政府，一方面其回应质量 ( A2 ) 、信息公开的及时性 ( A3 ) 和

渠道多样性 ( A4 ) 形成对舆情的互动回应，另一方面又以强制手段 ( A1 ) 形成

对舆情的工具回应。回应的效果因回应所体现的决策偏好 ( C1 ) 与回应者本身

的公信力 ( C2 ) 的差异对网络舆情的趋势产生影响。上述因素共同影响着网络

舆情的发展走势。

图 7 网络舆情危机爆发 /网络舆情消解阶段示意图

注: 用虚线表示的为在本阶段中不发挥主要作用的变量和作用力。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五、典型案例过程追踪

由于 QCA 技术具有 “黑箱特性”，需要使用典型案例的过程追踪作为 “手

电筒”来完成以下两个目的: 验证计算结果是否偏离案例实际内容，案例是否

提供了与计算结果相反的竞争性解释; 探索 “黑箱”内部的作用机制，即 QCA

计算得出各变量之间的作用关系何以产生，提出具有理论概括性的概念来对作

用关系进行解释。在此部分，基于分析软件给出的路径案例，本研究将计算结

果回归案例进行检验，详细阐述模型中多变量协同作用的演化机制。

本研究遵循以下原则选择过程追踪典型案例。首先，除覆盖所有变量的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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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变量组合外①，为每个具有解释力度的条件变量组合选取至少一个案例进行过

程追 踪。其 次，遵 循 最 大 集 合 成 员 资 格 原 则 ( Principle of Maximum Set

Membership) ( George ＆ Andrew，2005 ) 。即选取那些条件变量组合一致性值最

大的案例。限于篇幅，仅展示核心路径 “A* B* C* F→ JGBL”的案例过程追

踪结果。

( 一) 2018 年 H 市 F 区石油化工产品泄露事故: 案例简介

2018 年 11 月，H 市 F 区发生石油化工产品泄露事故，造成了了严重水体、

空气污染，对当地群众的健康安全造成了恶劣影响。当地相关部门危机处理手

段失当，并进行了相当的言论控制，致使民众与相关部门形成舆情对峙。舆论

经不断加温加热后，次生型网络舆情危机爆发。

( 二) 过程追踪

1 ． 社会风险阶段

F 区石油化工产品泄露事故并非纯粹的意外事件。H 市政府发布的 《通报 F

区化学品泄露事故调查及处置情况》称，F 区有关部门在事发前对相应物品的

日常检查中存在着 “走过场”现象。相关部门长期漠视社会风险，使孕灾环境

不断恶化，其征兆察觉甚至晚于周围群众 ( B1 ) ，直接导致危机响应迟缓，直

到接到群众举报后相关部门才开始采取措施 ( B3 ) 。

2 ． 公共危机爆发阶段

相关部门的迟缓应对 ( B3 ) 使得部分泄露物流向临近的海域，受灾范围进
一步扩大，临近的海域与空气受到了泄露物的扩散污染。区域居民的渔业设施

遭到泄露物的破坏，52 名疑接触泄露物者送医。对于这场与政府监管不力具有

较强关联的公共危机，民众本身带有负面的舆论情感。在相关部门持续公共危

机响应不力的背景下，网络舆情逐渐形成。

3 ． 网络舆情形成阶段

危机的响应不力为网络舆情形成填充了负面的基调，而相关部门舆情处理

失当则进一步加深了线上线下的负面情绪。首先，当地相关部门的信息公开不

及时与发布渠道单一。H 市市农林水局所发通知未对民众进行必要的风险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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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未注明危险物的名称 ( A3 ) ; 且这些信息仅通过当地部分媒体进行发布
( A4 ) 。信息公开不佳在民众心中产生了对当地相关部门的前置不满。其次，当

地相关部门表现出与民众利益相悖的决策偏好。事发次日，H 市环保局在 《环

境空气质量通报》中称“各项大气指标已恢复正常，并持续改善向好”。但当地

群众反映，环保局为了得到合格的空气检测指数，在通报前后采取向当地空气

质量监测点喷水的措施 ( C1 ) 。现实的状况与官方通报的差异引发了民众对相

关部门的质疑。民众的负面情绪逐渐酝酿，形成对政府负面的认知模因，而此

时遵循政府通报口径的当地媒体报道激化了这一趋势 ( F1 ) 。政府危机响应不

力、舆情处理失当、自身失范三类因素共同作用下，导致民众认为必须依靠自

我发声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4 ． 网络舆情危机爆发阶段

民众不断在互联网媒介上进行事件的 “民间介绍”与情绪表达，并形成了
具有一定规模的网络舆情。但通过分析爬取文本发现，这些表达在演变过程中

不断被政府采用管控手段进行抹除 ( A1、C1 ) ，讨论热度波动强烈。政府危机

回应不力与一味强压的舆情调控举措导致网络舆情的不断酝酿发酵。民众在这

种情况下持续通过网络媒介反映不满情绪，网络舆情不断积蓄与加温加热，最

终网络舆情危机爆发。

六、结论与展望

通过对 40 个典型案例的定性比较分析，本研究的结论和理论贡献如下:

首先，政府舆情处理失当、政府公共危机响应失效、政府自身失范与舆论

讨论失控四个因素为核心因素，其组合路径是次生型网络舆情危机爆发的充分

条件。从整个过程来看，上述四个因素构成了 “政府三角形 － 舆论讨论”耦合

机制，具体阐释如下: 政府自身因素的决策偏好直接作用于政府舆情处理和政

府公共危机响应; 政府公共危机响应成效、政府自身因素的公信力决定舆论讨

论初期的客观性，并持续为舆论讨论提供议题; 政府舆情处置与舆论讨论双向

互动，相互作用。同时，“政府舆情处理失当” “政府公共危机响应失效” “政

府自身失范”“舆论讨论失控”四个核心因素中任何一个单独的因素，任意两个

或三个因素出现，都不是次生型网络舆情危机爆发的充分条件或必要条件。该观

点不同于既有研究中 “政府、媒体、网民、公共危机特质等各类因素对网络舆

情危机形成均非常重要”的结论。

其次，次生群体性事件和公共危机元事件为次生型网络舆情危机爆发的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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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因素。公共危机元事件的政府行为因素程度与次生群体性事件爆发一致性值

较高，次生群体性事件为网络舆情提供负面议题，两者组合形成正反馈机制。

政府行为因素程度与次生型网络舆情危机爆发一致性值较高，从自然因素到人

为因素再到政府行为因素，网络舆情危机爆发的可能性递增。不同于既有研究

普遍认为 “媒体、公共危机元事件是决定舆情演化方向的重要因素”，政府 “是

抑制网络舆情激化的主体”等观点。为网络舆情研究中媒体、政府、公共危机

事件的作用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

再次，随着公共危机和网络舆情的发酵，媒体介入会对舆情热度有较大提

升，但这种提升主要起 “催化”作用，不改变舆情的演化路径。

此外，本研究完善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的应用范式。既有研究中，变量体

系构建的完备性、使用 QCA 计算结果产出理论的严谨性一直是 QCA 应用中的两

个难点 ( Hug，2013 ) 。新范式提供了科学化、可操作化的完备变量体系构建方

式和理论产出方式。此外，改进 QCA 方法在次生型网络舆情危机产生的论域应

用，克服了传统研究大样本回归分析观察值不足的缺点，也弥补了案例比较由

于样本过大难以进行控制的缺陷。

本研究提供的是一种公共危机次生型网络舆情危机的理论性解释。研究的

不足之处在于，没有采用网络舆情大数据对结论进行定量检验，构建的理论模

型对于其他类型的网络舆情危机可能并不具备解释力。对于危机研究本身而言，

通过文本数据还原实际网络环境下舆情的动态演变过程，可以为本研究的理论

性解释提供有效补充。在后续研究中，研究者可以结合网络爬虫与复杂建模技

术，构建多案例、多维度的次生型网络舆情危机仿真模型，并选取额外案例对

其拟合度进行检验，以期进一步深化对次生型网络舆情危机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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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 abilities of online government can be constructed based on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regime，financial resources，and 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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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rnal Logic of a Public Crisis ＇ Secondary Network Public Opinion Crisis—40
Cases Using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 QCA)

Siyuan Gao，Guirong Zhang，Xibin Sun ＆ Fangying Yang……………………………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core influence factors and covariant logic of the public
crisis＇ secondary network public opinion crisis． By integrating existing theory and refining
variables，crawler technology was used to obtain data through two levels of rooted coding，
AHP was used for data dimensionality reduction，while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 QCA) method was used for 40 cases and typical case process tracking for a theoretical
saturation test． This study found that for the outbreak of the secondary network public
opinion crisis，no single factor was a sufficient condition or necessary condition; the
government＇s public opinion handling，government public crisis response，government＇s own
factors and public opinion discussion were the core factors，and the combined path was
visible． It is a sufficient condition for the outbreak of the public network crisis; the
secondary mass incident and the public crisis meta event were secondary factors for the
outbreak of the secondary network public opinion crisis，from“natural disaster”to“human
disaster”to “official disaster”． The possibility of causing a secondary network public
opinion crisis increases in turn; media influence plays a catalytic role in sensation and does
not change the direction of public opinion evolution． The theoretical value of this research
lies in the discovery of the coupling co － variation mechanism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in the network public opinion crisis． This provides a holistic explanation for the outbreak of
the secondary network public opinion crisis．
Key Words Public Crisis; Public Crisis Secondary Network Public Opinion Crisis;
Influence Factor; Covariation Mechanism;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 QCA)

●AＲTICLES
Local Geographical Leadership Mobility and Policy Innovation Diffusion

Guangxi Zhu ＆ Jingsen Chen……………………………………………………………
Abstract China＇s unique cadre system has the ability to promote the diffusion of local
policy innovations． The institutional and geographical mobility of local leadership and the
relative concentration of local government decision － making power can promote the flow
of local officials ＇ governance experiences，stimulate innovation by local officials，and
make it relatively easier to adopt and implement new policies． As a result，local offic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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